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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时代乡村社会中的土客关系
———以山西省襄汾县东李村为例

行 龙，张利杰

( 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集体化时代国家力量强有力地渗入乡村社会，土户与客户的关系深受影响。文章以东李村为例，阐述

了该村集体化时代土户与客户关系演变的历程及其影响因素。中共制定和实践的一系列政策方针鲜明地灌注着公

平平等、效率优先的理念，它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权力格局、经济分配、文化教育、婚姻习俗，从客观上加速了土客融合

的进程。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乡村社会内部关系的整合相当成功，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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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出现过一股移民潮，除

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闯关东”“走西口”外，还有一部

分移民流向了本地区相对富庶安定的晋南、关中等

地。在山西，尤其是晋南地区的乡村中，土客杂居的

情况非常普遍，这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

从民俗记忆［1］、身份认同［2］、外来户与土改［3］、外来

户“入住权”［4］等方面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遗憾

的是，这些研究聚焦于客户迁入的过程，而对之后土

客融合的进程关注较少，我们仍然很难从中廓清乡

村社会土客关系演变的基本脉络。尤其是在集体化

时代，国家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乡村内部的社会结构，

土客关系因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变化背后的缘由

和机制又是什么? 这些都是尚待讨论的问题。本文

通过考察晋南一个村庄土客关系的演变历程，尝试

就上述问题作出阐释，从中或可管窥集体化时代国

家与社会关系的另一种面向。

一、晚清民国时期东李村的土户与客户

襄汾县位于晋南临汾盆地的中心地带，东西两

端山地环拥，汾河纵贯县域南北，是连通晋省南北的

交通要冲。由襄汾县城向西约 15 公里便可到达东

李村。东李村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村落，土改时村中

仅有 30 户，至今也不足百户。东李连同附近的西

李、南李、北李、李果等村，相传为赵将李牧故里，各

村李姓为其后裔; 也有一说该李姓为唐宗室郑王李

继恩之后［5］55。几个李姓村庄坐落在汾河河谷地

带，属于人口稠密、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档案中对

东李的农业生产条件有这样的评价: “该村土地宽

广平坦，土质优良肥沃，是棉麦重产区。”①

优良的交通条件和自然环境吸引着人们定居此

地。但同时，良田千亩也常引来山贼觊觎，东李村既

无天险之防，村民们只得自建防御工事。光绪《太平

县志》曾载:“东李，顺治六年建堡。”［6］142只不过，此举

未能保其一直无虞。据村民讲，在同治年间东李村曾

惨遭捻军洗劫，大火连烧五天五夜，村庄几乎被夷为

平地②。此后，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蔓延至全省各

地，东李村所在的太平县被灾尤烈，全县人口损失过

半，“或休养滋培谋之数十年而不足”［6］207。接二连三

的灾祸使东李村人口亡逸者甚多，大片的屋舍和良田

被荒废。民国初年军阀纷争，冀、鲁、豫等省常年兵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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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不断，山西社会环境则相对安宁，故迁来移居者

络绎不绝［7］526。像东李村这样土地丰沃且人口稀少

的地方，无疑是外省流民的绝佳落脚地。久而久之，

东李成了一个土、客户杂居相处的典型村落。
东李村的土户有王、李两姓，其中王姓分为五

支，李姓仅有一支，两姓世居于此，有姻亲之谊。据

道光年间修纂的《王氏族谱》记载，“始祖由福从太

原而徙居于此，迄今已迁七八百年矣”①。王氏一族

应是金元年间迁居此地，后来各自分嗣，其中有几宗

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仍相互认亲共祭祠堂。
土改之前，王氏最兴盛的广、永、国字辈一支，以王永

庆、王永吉兄弟二人为代表。这一家有土地 650 亩，

房屋 106 间，牲口 14 头，雇佣长工 17 人②。永庆在

村经营土地、开设粉房、发放高利贷; 永吉随父亲在

外经商十余年，兄弟二人积累了万贯家财。芝、梦字

辈情况稍逊，但家中常年雇佣四、五名长工，在村中

亦属富裕。友、鸿、怀字辈一支生活水平中上，且长

期把持村政，民国年间东李村的村副、闾长尽出于此

家。李姓和其余两支王姓———槐、来字辈与谦、月字

辈，同属家道中落型，以自耕或小本买卖为业③。
东李村的客户是民国年间由河南的滑县、濮阳

和山东的寿张等地迁移而来。从数量上看，土改时

村中 139 人中有 49 人是客民，30 户中有 12 户是客

户。从区域上看，三个移民迁出地均位于黄河以北

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历史上是水患频发区。《阶级

成分登记表》显示，东李村首批移民全部是因“逃

难”或“逃荒”而来。有的家族是集体迁入，如山东

寿张徐家，是兄弟三人一起拖家带口逃难来到东李;

有的家族是独苗扎根，如河南濮阳乔家，是兄弟中的

一人偶然落脚到东李并在此定居; 还有的是投亲靠

友，如河南滑县的马、赵、魏姓，这几家同乡来到东李

的时间先后不一，都是闻信后前来聚居。这些客户

迁入后，大多是靠做长工、零活和手工副业维持生

计，情况稍好者可以得到小块土地，但总体上与土户

的生活水平相去甚远④。
晚清民国时期，土、客户之间在经济条件和社会

地位方面相差悬殊，却并未发生大的冲突和矛盾。

若从村庄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不难解释。清

中后期，东李村连遭天灾人祸几毁于无，劫后余生的

王氏一族最先在故土重建家园。到民国时，王氏家

族掌握着村庄绝大部分的土地，控制着村庄政治，俨

然是东李村的主人。逃难而来的豫鲁移民经历过漂

泊流离的苦难，能在东李村立足扎根已实属不易，心

理上易于接受“他乡客”的身份。正是基于乡民对

各自身份的默契认同，土客关系呈现出以差序结构

为基础的稳定。

二、从差序到平等: 土改前后土客关系的翻转

东李村的土户与客户五方杂处，看似稳定的土

客关系当中潜藏着不稳定的因素。由于双方在语

言、文化等方面差异显著，土、客户之间难免产生隔

阂。再加上经济条件、社会地位上的种种落差，稍显

弱势的客户们不自觉地凝聚起来。据村民讲，最早

来到东李的一批客户关系十分紧密，寿张徐家、濮阳

乔家、滑县魏家等家族祖上曾有过结拜之交⑤。土、

客户隐隐然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团体。当中国共

产党领导土地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将村庄的利益格

局重新洗牌，土客矛盾就浮现了上来。
1947 年底，汾城县刚解放不久，临汾城周战事

仍在胶着，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李村的土改如火如荼

地开始了［8］441。由于局势尚不平稳，“支前”任务繁

重，土改在东李村是以划定成分、平分“土改成果”

的方式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未展开。土改划

定了阶级成分，18 家本地户中有地主 2 户、富农 1

户、中农 7 户、下中农 2 户、贫农 6 户; 12 家客户中

有中农 2 户、下中农 1 户、其余皆为贫农。无地、少
地的客户分得了土户大片土地。据土改结束时统

计，土户 户 均 占 有 32． 91 亩 土 地，客 户 户 均 占 有

27． 01亩土地，土、客户户均土地占有量趋于平均⑥。

不过，经济条件的改善并没有改变客户在村庄政治

中的地位。由于客户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亦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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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氏族谱》，道光四年手抄本，现存于东李村王氏后人家中。
《北小张大队专政对象登记表》，东李村资料室藏档案。
《北小张大队第二生产队阶级成分登记表》( 1966 年 3 月) ，东李村资料室藏档案。
《北小张大队第二生产队阶级成分登记表》( 1966 年 3 月) ，东李村资料室藏档案。
访谈对象: 徐俊武( 男，53 岁，曾任东李村支书) ，2019 年 8 月 23 日于东李村。
《东李村土改时人口、成分、土地花名册》( 1947 年) ，东李村资料室藏档案。



村庄事务经验，土改后东李村的主要干部仍是出于

王、李两姓土户。土改对乡村政治、经济格局改变的

不同步，为此后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土改工作组刚撤离不久，被划为地主成分的王

永庆就通过“软磨硬抢”，设法收回分出去的土地、
财物。随后两年时间里，他将土改时分给秦克温、陈
怀胜、魏忠玉、朱五女等人的土地以及分给张玉恩的

骡子、木料等财物悉数夺回①。其实，也有王姓家户

分到了王永庆的土地，但王永庆“反攻倒算”的目标

全部是外姓客户，其用意不言自明。据档案记载，土

改后东李“全队有地富 4 户，反攻倒算的就有 3 户;

上中农 7 户，反攻倒算的就有 5 户”②。巧合的是这

“反攻倒算”的 8 户地富和上中农均是土户，可见土

户针对客户的“反攻倒算”普遍存在。回到历史现

场，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留意: 土户“反攻倒算”
时，干部大多是持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这桩“罪

状”在后来“四清”时被清算，工作队认定: “干部被

敌人拉拢、互定条约，几乎每一户地富都有自己的保

护人”，“地富分子反攻倒算是不闻不问”。③ 当时村

庄的主要干部和地富皆为土户，所谓的阶级“敌人”
恐怕都是干部的同姓甚至是同宗，“拉拢”“保护”的

动机也就不难理解。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工作队所

指摘的“阶级矛盾”实际上是土户地富、干部与客户

贫农之间的矛盾。其中固然有大姓与小姓、干部与

村民等复杂因素纠葛，但土户客户之间的对立清晰

可见。
回首这段历程，“反攻倒算”的插曲可以看作土

改后乡村社会结构倏然震荡的余波，并没有真正影

响到集体化时代土客关系演变的进程。公平与平等

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土改即是中共将

此理念糅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初步实践。尽管它并未

消除土客之间的不平等，甚至揭开了土客对立的一

面，但作为土改成果的一部分，客户在政治身份与经

济条件方面的相对提高，被最终保存了下来成为既

定事实。随着中共改造社会步伐的加快，土客关系

将迎来更为深刻的改变。

三、从区隔到结合: 合作社时期土客融合的加速

互助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就已推行

的农业经营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作为

发展农村经济的一个基本方向被延续下来。20 世

纪 50 年代，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合作化铺展开来，从

试办农业合作社，到随后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

社，作为革命老区的山西都走在前列［9］。1952 年，

东李村就出现了互助组，最初的两个互助组分别由

土户和客户为主体组成。但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

太久，在农业集体化的浪潮中，东李村的两个互助组

很快就并成一个初级社，1955 年又被并入北李东方

红高级合作社④。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部

入社，社员集体参加劳动，土客关系悄然发生变化。
在土改及之后的“反攻倒算”中，东李村内土客

矛盾的焦点在于土地、房屋、牲畜及其他财物的分配

上。但是进入高级社阶段后，各家各户的生产资料

统交集体，经济上的纷争便很难掀起波澜了。档案

资料显示，东李村“四清”时工作队揭发出的“反攻

倒算”案例几乎全部是在高级社之前，恰好印证了

土、客户的经济矛盾在合作化之后逐渐消弭的事实。
农业合作化带来的影响不止于此。自 1954 年

统销统购政策开始实行，粮、油、棉等主要农产品的

购销由国家统一管制，再到后来关闭农村集市，农民

的日常生活愈发离不开集体。生产生活的集体化客

观上打破了长期以来土、客户之间的区隔。其中尤

以共同接受教育的经历对于土客融合的意义最为深

远。成人教育方面，东李村的扫盲运动几乎贯穿 20
世纪 50 年代，主要有夜校和冬学两种形式，由本地

教员兼职教学; 学校教育方面，东李村中设初级小学

一所，各家适龄儿童均可入学，同时邻村北李也设有

完小，求学相当方便。东李村民受教育水平的变化

最能说明这一时期农村教育取得的成就。现据档案

资料，绘制《1947 年和 1966 年东李村民受教育程度

对比统计表》( 见下页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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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北小张大队清理阶级队伍登记表》，东李村资料室藏档案。
《东李村户口簿》( 1947 年) ，东李村资料室藏档案。
《北小张工作队汇报材料》( 1965 年 12 月 16 日) ，东李村资料室藏档案。
《北小张大队报告》( 1965 年) ，东李村资料室藏档案。



表 1 1947 年和 1966 年东李村民受教育程度对比统计表

土户 客户

文盲 初小 完小及以上 文盲率 文盲 初小 完小及以上 文盲率
1947 年 71 人 14 人 0 人 83． 5% 50 人 1 人 0 人 98%
1966 年 33 人 30 人 22 人 38． 8% 34 人 10 人 13 人 59． 6%

资料来源:《东李村户口簿》( 1947 年) 、《阶级成分登记表》( 1966 年) ①，东李村资料室藏档案。

从表 1 的对比统计结果来看，1947 年到 1966
年间，东李村村民受教育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尤其

是客户受教育者的比例大大提高，一定程度上拉平

了土、客户在文化水平上的差距。祖籍河南的乔克

温讲道，他的哥哥正是由于当时学了些识字、算数的

功课，才得以在 60 年代胜任村里的会计②。土户与

客户获得平等的教育机会，为客民参与村庄政治提

供了可能。如今看来，土、客民共同接受教育是理所

当然的事情，但在当时是破天荒的“头一遭”。由于

土、客民风俗语言相异，有些地方分别为土户和客户

开设了土籍小学和客籍小学［5］114。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共同的学校教育使得村庄中的年轻一代自

幼融入同一集体。祖籍山东的徐俊武说道: “我父

亲他们那一辈还会说山东话，到我们这一辈，上学时

候老师讲课，跟同学相处，用的都是本地话，所以我

们从小就不会说山东话，只会说本地话。”③第二代、
第三代移民从小与土户一同接受教育，在语言、习惯

等方面 潜 移 默 化，土、客 之 间 的 文 化 隔 阂 渐 渐 被

打破。
20 世纪 50 年代，肩负着从落后农业国向先进

工业国转变的历史任务，刚刚取得政权不久的中国

共产党加快了全面改造社会的步伐。一盘散沙的农

民被组织起来，转轨到集体化的生产生活当中。集

体化的生产分配使土、客户的利益纠纷被压制，共同

接受教育的经历则让土、客户的文化水平普遍得到

提升，语言习惯也更加接近，土客融合的进程大大加

快了。

四、从震荡到稳定: 人民公社时期土客融合的深化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

社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58 年秋，襄汾县

委将原先的 21 个乡并为 6 个人民公社，东李被划入

古城前进公社［5］39。紧跟而来的是更加集中化的生

产生活与大规模的劳力征用。跃进渠水利工程、大
炼钢铁运动抽走了东李村的绝大多数劳力。随着集

体范围的扩大，人们社会关系圈子迅速外延。不过，

运动式劳动协作未能在公社成员之间形成稳定联

结。东李村的劳力频繁抽调，农业生产无人顾及，再

加上连续两年的旱灾，粮食减产严重，公共食堂难以

为继④。村民温饱尚成问题的情况下，有的家户偷

藏粮食，有的家户私开小灶，人们不得已各顾各家自

寻办法⑤。集体化急速推进，反而愈加催促人们回

归家庭，不得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吊诡。好在政策迅

速调整，1961 年，中共中央出台并下发了《农村人民

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取消供给制，恢复了“三级

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方式［10］335。此后二十年人

民公社体制再无巨大变动，农村进入相对稳定发展

的时期。集体的范围重新稳定在传统自然村落范围

之内，村庄内部的土客关系向着聚合的方向继续

推进。
村庄社会内部趋于稳定的同时，来自村庄外部

的影响也降至最低。1960 年后，仅有三户客民落户

东李。首先是来自山东梁山的刘家和商家。1958
年，梁山县修建东平湖水库，刘、商两家所在的商老

庄村民被整体搬迁到黑龙江肇源县。仅仅过了一年

时间，这两家人因不适应东北的生活再次迁移到山

西，此后定居于东李⑥。之所以选择东李，是因刘家

户主刘明臣在儿时随父亲逃荒来到这附近生活过 8
年。商家与刘家是当年一起逃难的患难之交，早先

商家还有女性嫁到了本地⑦。再者是来自山东定陶

的郝家。户主郝振峰原先在东北做工人，1961 年回

到家乡后遭遇水灾房屋被毁，遂偕母亲来到东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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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15 岁以下儿童未统计在内。
访谈对象: 乔克温( 男，71 岁，曾任东李生产队会计) ，2019 年 8 月 24 日于东李村。
访谈对象: 徐俊武( 男，53 岁，曾任东李村支书) ，2019 年 8 月 23 日于东李村。
访谈对象: 乔克温( 男，71 岁，曾任东李生产队会计) ，2018 年 10 月 6 日于东李村。
访谈对象: 王怀珠( 男，75 岁，曾任东李村支书) ，2019 年 5 月 3 日于东李村。
《北小张大队第二生产队阶级成分登记表》( 1966 年 3 月) ，东李村资料室藏档案。
《北李生产队干部历史档案表》，东李村资料室藏档案。



投奔舅舅①。这三户迁入的新客有一个共同的特

征: 他们或是故地重返或是投亲靠友，与迁入地或多

或少都有些渊源。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客民落户的难

度远超从前，流民在外难以立足。更直接地说，是严

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流动。
20 世纪 50 年代，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凸显，

区域性的灾荒时有发生，新一轮的人口迁移有欲来

之势。不过，为了维持城乡社会的稳定，国家采取了

诸多限制人口流动的措施。1957 年底，中共中央发

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城市

机关、农村集体和用人单位限制农民的流动。公安

部于次年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并

于 1962 年发出《关于加强户口管理工作的意见》，

这两个重要文件明确规定了户口迁移的程序和手

续，严格的户籍制度由此确立［11］154 － 156。已有著述

多注意到集体化时代户籍制度对城乡间人口移动的

限制，其实农村之间的人口迁移同样受到了影响。
郝振峰一家早在 1961 年就来到东李，但直至

1966 年都未能落户，只能做一些肩挑货物的小生

意。在“四清”运动中，郝振峰给工作队写了这样一

则材料:“我回去也是无地，不回去我每天干的这资

本主义的事，使我闷闷不乐，所以我想在这里落户，

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和大家共同走起社会主义道

路。”②与刘、商两家不同，逃灾而来的郝家因没有获

得迁出地的许可和证明，属于国家所限制迁移的

“流民”。所以郝家即便有亲戚照应也难以通过正

规渠道落户，直到运动来临才有机会借革命话语表

达诉求。落户难，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生产资料集

体化之后村庄对外人的排斥，每新增一户家庭意味

着集体要多分出一份红利，这是大多数村民不乐意

看到的。实际上，村干部拒绝外人落户者也并非个

例。一则检举“四不清”干部的材料中写道: “贫农

张玉恩娶了个从河南逃荒来的女人，当时的村主任

李云山三番五次不给批自留地，打击贫下中农。”③

如今来看，类似的事情恐怕反映的是村庄作为一个

利益集体的排外性。

20 世纪 60 年代，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成熟定型，

村庄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趋于稳定。在严格的

户籍制度和固定的利益分配格局下，村庄对外开放

的大门禁闭，自然村落成为闭塞区域。一个稳定、封
闭的环境，无疑有利于当地的土客关系充分发酵和

继续深化。

五、从隐匿到消融: 土客之别的消解与延续

人民公社时期的东李村再没有发生土客冲突，

土户与客户在各方面的差距几乎消解于无。这是否

意味着土客之别的消失? 答案是否定的。在这人口

仅有数百人的小村庄里，偶尔嘈杂纷争中，我们仍能

发现土客之别的马迹蛛丝。
20 世纪 60 年代中前期的“四清”运动，最初是

为清理农村中的干部官僚主义作风和农民自发的

“资本主义”倾向而开展的。“四清”之前，东李村的

主要干部出自王、李两家。王鸿俊自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就担任村主任，一直到 1955 年被调往管理

区任职，继任的大队长李云山和党委主任王顺德也

同是东李村土户。“四清”运动来临后，工作队给

王、李二人的定案是: 在工作中“蛮横作风，打骂群

众”，“阶 级 路 线 不 清，受 地 富 拉 拢，歧 视 贫 下 中

农”。④ 结合前文述及的东李村“反攻倒算”的情况，

王、李“打骂”和“歧视”的对象自然指向的是客户。
“四清”运动正好给了后者反击的机会。从贫协名

单来看，这场运动的积极分子无一例外是客户出

身⑤。“四清”收尾时，东李村的主要干部职位迎来

大换血，张守义任支部书记，徐世义任大队长，王来

喜任民兵队长，刘明臣任贫协主席⑥。在这场强调

阶级斗争的运动中，土、客户之间的对立依旧清晰

可辨。
在此之后，“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一

打三反”“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

运动成为乡村社会的常态。在“造反”“斗争”等口

号呼喊声中，运动的积极分子切割为两派，一派以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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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我的出身历史( 郝振玲) 》( 1966 年 2 月 27 日) ，东李村资料室藏档案。
《我的出身历史( 郝振玲) 》( 1966 年 2 月 27 日) ，东李村资料室藏档案。
《关于李云山的材料》，东李村资料室藏档案。
《关于王顺德的材料》，东李村资料室藏档案。
在“四清”工作队的帮助下东李村重建了贫协，委员有: “刘明臣、陈怀胜、李树华、徐世明、郎青海、张玉恩、魏忠玉、徐学

勤、徐世杰、刘花枝、徐兰花、董素珍。”参见:《景毛公社北小张大队东李生产队贫协会员名册》，东李村资料室藏档案。
《大队干部登记表》( 1966 年) ，东李村资料室藏档案。



俊华、王来喜为首，另一派以刘明臣、徐世杰为首①。
乔俊华原籍河南濮阳，但与本地王家关系甚密; 刘明

臣、徐世杰两家均来自山东。据村民讲，两派支持者

分别以本地户和祖籍山东者为多，他们之间的政治

斗争也难说没有土客之争的影子。不过，土客之别

始终居于幕后，这种隐匿的姿态不妨说是意识形态

压制的结果。特别是“文革”之后，阶级斗争被摆在

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属于绝对的政治正确，社会中涌

动的种种不和谐因素都指向了阶级矛盾。另一方

面，中共的意识形态还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理念消解着集体内部的

不公和分裂。因此在当时任凭村庄政治漾起阵阵波

澜，土客融合的进程始终未被打断。
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结束，东李村的土客融合

似乎也来到了终点。通婚情况是判断两个群体融合

程度的重要指标，笔者从东李村历年的户口簿中摘

取原籍、婚姻状况两类信息，绘制集体化时期《东李

村婚姻情况统计表》( 见表 2) 。
表 2 东李村婚姻情况统计表

客户
联姻( 对)

客户
迎娶土户( 对)

客户
入赘土户( 对)

1947 年 10 0 3
1956 年 13 0 2
1966 年 14 5 2
1976 年 11 10 2
1981 年 5 13 1

资料来源:《东李村户口簿》( 1947 年) 、《社员户口登记册》
( 1956 年) 、《阶级成分登记表》( 1966 年) 、《户口册》( 1976
年) 、《户口登记簿》( 1981 年) ，东李村资料室藏档案。

婚姻讲求门当户对。据表 2 显示，1947 年土改

之前，客民很难娶到本地媳妇，客户联姻占到大多

数，余者则是入赘本地户，土、客户社会地位的不平

等展露无遗。1956 年，农业合作化处于起步阶段，

仍没有一家土户肯嫁女给客户。1966 年，已有五家

客户迎娶土户女性，这可以视为历经十年农业合作

化，土客关系加速融合的结果。1976 年，客户联姻

和土客通婚的人数几乎持平，说明人们在考虑婚姻

时已经不再把原籍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客户以平

等的姿态融入了本地社会，逐渐获得了土户的认可

和接受，三十年间土客通婚状况的演变，恰好对应着

集体化时代东李村土客融合的进程。
此外，表 2 中显示 1981 年客户联姻者甚至比土

客通婚者要少，难免有些反常。再次翻阅文本，一一

对应已婚者姓名，发现在这份户口簿中有不少在本

地出生的客户其原籍地一栏赫然写着东李村三字，

查阅 1983 年、1985 年的户口簿，这样“不准确”的记

录依然存在。移民后代的客民身份在官方记录中被

抹掉了，原先的客户如今也成了东李村的土户。
或许客民们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表述。走访东

李各家客户，每 每 询 及“家 中 是 本 地 户 还 是 外 来

户”，得到的回答总是出奇地相似，“我家是本地户，

不过家里以前是从河南( 或山东) 过来的”。既是本

地户，又是外来家，简短的回答隐含着他们对归属地

的复杂情感。如今东李村的移民后代生于斯、长于

斯，生活习俗与本地人几乎无异。但同时，他们对故

土仍然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牵挂，坚韧地在一代又

一代的血脉传承中奔涌暗流。

六、结论

集体化时代农村土客融合的进程深深打着国家

力量的烙印。原本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缓慢融合

过程，在集体化时代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便得以完成。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

公社制度等等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中共在制度设计

中并没有针对性地要消除土客之别，但种种灌注着

公平平等、效率优先理念的政策方针最终落实到了

控制和改造乡村的历史实践当中，加速了土客融合

的进程。国家力量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大的效用，关

键在于它深刻地影响了村庄的权力格局、经济分配、
文化教育、婚姻习俗等方方面面，系统而长期地改造

了乡村的社会结构。这一进程表明，在国家力量向

下延伸的过程中，并非总是与基层社会产生碰撞与

对抗，国家力量也可以顺应社会发展的肌理，在强化

其存在的同时整合社会内部关系，消解原本存在的

区隔与冲突。不过，政治力量对乡村社会的改造终

归是有限的，正如东李村民间的土客之别并没有在

集体化时代完全消融。改革开放后，村庄重新由封

闭转向开放。人丁兴旺的王姓家族外出工作、经商

者甚多，客户家更多地留守村庄务农、务工。两类家

族发展的迥异走向，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土客关

系演变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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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s －migrants Ｒelationship in the Ｒural Society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Era:
Taking Dongli Village in Xiangfen County of Shan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XING Long，ZHANG Li － jie
( Ｒ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Social History，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collectivization，the powerful infiltration of state power into rural society greatly influenced
natives － migrants relationship． Taking Dongli Village as an example，the paper expounds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atives － migrants relationship in the era of collectivization of the village． It can be found that
a series of policy formulated and practiced by the CPC implanted the concept of fairness，equality and efficiency
first，which changed the power pattern，economic distribution，cultural education and marriage customs in rural so-
ciety，objectively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natives and migrants． In general，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nal relations of rural society by the CPC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era was quite successful，but there existed
some limitations．
Key words: collectivization era; rural society; natives － migrants relationship; im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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